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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静

［摘要］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与符号学同年诞生，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汉语 “符号
学”在注重认知关系的同时，特别强调感性的立场。艺术符号学与普通符号学之间形成 “互生”的
现象。我国２０世纪早期文字符号的根本变革与最能够体现感性立场的艺术符号，对民族文化传统
资源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姿态：文字符号对传统的截然抗拒，艺术符号对传统的主动继承，二者 “殊
途”指向的 “同归”是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的民间场域。这是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在发生期所蕴含
的感性辩证法。从我国现代 “符号学”的命名入手，厘清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在发生期所蕴含的民
族文化特征，对中国艺术符号学的根本溯源、整体发展以及民族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也是
未来中国艺术符号学 “接着说”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符号学；艺术符号学；感性辩证法；民间场域

一、引言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符号学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状态。特别是以２０１５年在四川大学成立中国
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为标志性事件，中国符号学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宣告了自己
的独立身份。在中国知网以 “符号学”为关键词，在 “全文”框架下进行检索，每年期刊论文的数
量在４　０００篇左右，这个体量从２０１５年一直持续到了现在。艺术符号学作为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分
支，无论在基本原理方面，还是在应用分析方面，都体现出非常强的理论生产力和文本阐释力。在西
方，无论是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还是皮尔斯的逻辑符号学，其原理运用到文学艺术文本的分析和解读
都要经过后继学者的转换。在我国，情形却非常不同，我国现代艺术符号学与普通符号学都在１９２６
年诞生，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二者紧密缠绕在一起，形成一种非常有趣的 “互生”现象。然而，学
界目前还没有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前提下，在一个动态的学术史发展过程中，考察过汉语 “符号学”这
个近代合成词在发生期的独特内涵，以及我们的艺术符号学究竟具有怎样的民族文化特质。
据赵毅衡教授考证，汉语的 “符号学”是赵元任先生的独创。① １９２６年，赵元任在 《科学》

上刊登了 《符号学大纲》一文，正式提出了 “符号学”命名。“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是拿一
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的性质跟用法的普遍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②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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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静，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ａｊａｃａｄｅｍｙ＠１６３．ｃｏｍ。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２０＆ＺＤ０５０）、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北京段大运河民间风物传说搜集与运河文脉资源挖掘运用研究”（２１ＷＸＡ００３）阶段性成果。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８页，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为了强调汉语 “符号学”的独创性，本文在英文摘

要中依然保留 “符号学”的汉语写法，而意译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在括号中出现。

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１７８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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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赵元任的普通符号学建立在他研究现代汉语规律和探索中国近现代音乐作曲的基础
上，他的符号学研究融合了不可忽视的艺术构成因素，体现了鲜明的艺术精神。１９２６年也是宗白
华将艺术定性为 “符号”的时间，宗先生是我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看成是 “符号” （ｓｙｍ－
ｂｏｌ）的理论家：“符号者 （Ｓｙｍｂｏｌ），必有其所代表之物，代表者何，颇不一致，大概可以内容二
字概括之，借此符号，可以增人之联想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故符号系象征的语言文字，其最著者，艺
术的象征物，即可以代表其内容者，唯非即内容，不过其内容因之可以代表而已。”① 不仅如此，
宗白华以此为契机，在系统论述艺术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命题，深刻阐
释了艺术符号的时间与空间、形式与内容等关键问题，重建意境与意象等具有中国民族话语特色的
艺术哲学框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正是我国语言文字符号与艺术创作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所以，
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现代 “符号学”的发生与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的发生
都是融合在一起的。除此之外，还要看到中国艺术符号学在民族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因
此，本文首先需要厘清汉语 “符号学”中的 “符号”一词是如何与 “ｓｙｍｂｏｌ” （符号）对应起来
的。英语的 “ｓｙｍｂｏｌ”和汉语的 “符号”同时具有 “象征”的含义，我国对 “ｓｙｍｂｏｌ”的接受与
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密切相关，作为 “象征”的 “ｓｙｍｂｏｌ”曾有系统的探讨②，但作为 “符号”的
“ｓｙｍｂｏｌ”却缺乏相应的研究；其次，应该重审中国艺术符号学在发生期的民族艺术文化特征，
揭示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同艺术符号体系对民族文化传统所呈现的多样姿态，这是挖掘时代思想
史的必要步骤，从中亦可管窥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之于我国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文化实践意义。

二、“符号”与 “ｓｙｍｂｏｌ”的对译：东西文化碰撞中的现代通律诉求

在古代汉语中，“符”与 “号”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两个词，“符”有表示信任的凭证、“号”有
命令、标识的意义。“符”还可以表示 “规律、道”，如 《吕氏春秋·经谕》： “故未见其人而知其
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高诱注：“符，道也”。）③ 这说明汉字的 “符”在具体的
凭证上蕴含着超越性，可以说我国学者将艺术作为一种符号而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气韵生动相联
系，具有文化上的逻辑联系。作为双音词的 “符号”是我国历史和学术研究进入现代的产物。２０
世纪初，汉语世界第一次出现 “符号”这个词，而当时使用它的中国学者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所
以 “符号”与 “ｓｙｍｂｏｌ”的对译主要在１９世纪后期，经过了日本文化这个中介的交流与沟通。因
此，我们要首先需要考证２０世纪初现代汉语 “符号”一词的使用状况，其次要回溯到１９世纪，在
相关辞典中寻找这几个词的对译情况。
我国第一次把 “符”和 “号”连接起来使用的学者是章太炎。他在出版于１９００年的 《訄书》

中写道：“算者，谱者，书者，皆符号也。”④ 章太炎对 “符号”作了广义的定义，具有一般符号学
对符号定义的特征。１９０１年，梁启超在 《论纪年》中说： “纪年者，历史之符号”⑤。梁启超谈到
了符号的优劣之分，认为能够省人脑力的符号为优。１９０８年，章太炎在与吴稚晖的论战过程中，
将 “符号”一词引入了语言学的范畴。吴稚晖在 《新世纪》上发表了 《评前行君之 “中国新语凡
例”》，认为万国新语足以表达清楚中国传统的汉语和汉字的意义，传统汉字承载了早已过时的封
建文化糟粕，应被废除。章太炎针对这一情况在 《国粹学报》第４１、４２期上发表了 《驳中国用万
国新语说》，驳斥了这种激进与极端的观点，他说： “且汉字所以独用象形，不用合音者，虑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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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艺术内容》，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１），５１９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参见练暑生：《文艺 “象征”（ｓｙｍｂｏｌ）概念辨析》，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４。

陆玖译注：《吕氏春秋》（下），６４２页，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章炳麟：《訄书》，４４页，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

梁启超：《论纪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六），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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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其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义殊者众”①。这一说法不仅将汉字看成一种符号，而
且首次明确了汉字符号包含了语义和语音两个元素，揭示了汉字作为文字符号的重要特点———音同
义殊。索绪尔提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同时具备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素是在１９１６年，在这个
意义上，章太炎的观点要比索绪尔早８年。１９０８年，王国维在学术论文中第一次把英语的 “ｓｙｍ－
ｂｏｌ”和汉语联系起来，在 《辨学》一书的附录——— 《辨学学语中西对照表》② 中，把它翻译成了
“记号”，而不是 “符号”。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引用霍布士 （今译霍布斯）关于 “记号”的观点：
“霍布士之下名辞之定义也，最为完善。曰：‘名辞者，吾人任意所用之记号，而于吾人心中，唤起
前所有之某思想，而言之于他人时，亦于其人之心中，唤起言者之思想者也’”③。这是２０世纪早
期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 “符号”和 “记号”的使用情况。
那么，汉语的 “符号”是如何与英语的 “ｓｙｍｂｏｌ”联系起来的？王国维在１９０８年将 “ｓｙｍ－

ｂｏｌ”翻译成 “记号”，而 “记号”是一个日语词汇。同时我们注意到，章太炎、梁启超和吴稚晖三
位学者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由此可以推论，无论是 “符号”还是 “记号”，与 “ｓｙｍｂｏｌ”的对译
极有可能要经过日本这个中介。我们注意到，从古汉语 “符”“号”，到２０世纪初现代汉语 “符号”
“记号”与 “ｓｙｍｂｏｌ”这三个词的对译关系中，其实存在着 “１９世纪”这样一个断档的时间，而

１９世纪恰恰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广泛接受西方文化的时期，也是大批中国学者留学日本的阶
段。因此，判定这三个词的对译需要在汉英字典、汉和字典以及汉英和字典中寻找证据。在１８１６
年马礼逊主编的世界第一部 《华英字典》中，还没有出现 “符号”这个词，也没有出现现代汉语和
英语 “ｓｙｍｂｏｌ”的对译，所以需要在这部词典之后寻找答案。《华英字典》分别就古义的 “符”和
“号”给出了相应的英文解释。 “符”在 《华英字典》第８２７　８２８页，释义是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ｌｉｐ　ｏｆ
ｗｏｏｄ，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ｓ　ｃｈｅｃ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ｉｅｓ”。“号”的英译首先集中在动词的
意义上： “Ｔｈｅ　ｒｏａｒ　ｏｆ　ａ　ｔｉｇｅｒ；ｔｏ　ｃａｌｌ　ｏｕｔ　ａｌｏｕｄ；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ｗｅｅ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ｒｙｉｎｇ；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ｃａｌｌｓ　ａ　ｔｈｉｎｇ”；第二个意义可以理解为 “指示”，英译为 “Ａ　ｎａｍｅ；ａ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ａ
ｍａｒｋ　ｏｒ　ｎａｍｅ；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Ｔｈｅ　ｃｒｏｗ　ｏｆ　ａ　ｃｏｃｋ”④。所以，到１８１６年，汉语 “符”与 “号”并没有以一
个合成词进入与英语的对话当中。在邝其照主编的第一部 《英华字典》中，第四卷 （Ｒ—Ｚ）这部分
中收录了 “ｓｙｍｂｏｌ”一词，翻译为 “记号，表号”，“ｓｉｇｎ”翻译为 “号、兆头、字号”。⑤ 这部字典出
版于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６８年之间。在这部字典中，也没有 “符号学”或者 “记号学”的收录。
在马礼逊的 《英华字典》之后，产生广泛影响的是罗存德的 《英华字典》。这本词典出版于

１８６６年，不仅把 “ｓｙｍｂｏｌ”翻译为 “表号、记号”，还把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翻译为 “信式学”， “ｓｉｇｎ”
译为 “记号”。⑥ “信式学”可以看成是德国学者对符号学汉语命名的最早尝试。但是，由于罗存德
与教会关系恶化，导致这部代表１９世纪西方人编纂水平的英汉词典在中国发行受阻，《英华字典》
出版后大部分为日本所购，对近代日本产生的影响远大于汉语，因此在罗存德的 《英华字典》之
后，我们还需要从日语文献中寻找答案。１８７０年，日本学者西周在 《百学连环》中对 “记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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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１１页，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７。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上），６３１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７。王国维在这里用的是ｓｙｍｂｏｌ的形容词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ａｌ”，而且原
文刊误为 “ｓｙｍｂｏｌｉｏａｌ”，第二个 “ｏ”为 “ｃ”之误。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上），５２６页，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ｅ　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ｓ　Ｐｒｅｓｓ，１８１５，ｐ．２４０．此字典即乌
礼逊编纂的 《华英字典》。

邝其照：《字典集成》（影印与解题），２８５、２６３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罗存德：《英华词典》（日本影印版），井上哲次郎增订版，东京府日本桥区阪本町五番地，１８８４。“ｓｙｍｂｏｌ”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

在原版第１０５２页，“ｓｉｇｎ”在原版第９７１页。

西周：《百学连环》，载 《西周全集》第４卷，５５页，大学编 （文部省），１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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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有明确的解释，但还不是翻译英语的结果，用的是日语的假名。１８７９年，日本津田仙等学者
编纂的 《英华和译字典》沿用了罗存德版 《英华词典》对 “ｓｙｍｂｏｌ”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的翻译①，

可见此时日本学者还没有采用 “记号学”这个词，而是采用了德国学者翻译的 “信式学”。到１８８５
年，即明治１８年，日本学者泷七藏主编的 《英和正辞典》将 “ｓｙｍｂｏｌ”和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ａｌ”都收录
进来，翻译为 “记号”和 “符号的”。② 到了１９世纪末，“ｓｙｍｂｏｌ”和 “ｓｉｇｎ”在日语著作中已经
有明确而普遍的翻译。可见，汉语的 “符号”是从英语引入，德国学者最早翻译为 “记号”，日
本学者在沿用 “记号”的基础上，将 “符”与 “号”连接起来，形成 “符号”这个词。 “符号
学”在日语中叫 “信式学”，日本学者改造了这个译法，命名为 “记号学”，再由我国学者留日
学习而传入中国，赵元任也是在此前提下提出汉语 “符号学”命名的。将事物看成是 “记号”
或者 “符号”，探讨其中的规律性问题，说到底是对事物所具有的共通规律进行探索的诉求。现
代符号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出现，说明中国学者对 “符号学”研究的明确自觉，现代艺术符
号学与之同时诞生，这与西方的艺术符号学研究很是不同：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进入文学符号
学和艺术符号学的研究中间经过了以罗曼·雅各布森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的转换，而皮尔斯的
逻辑符号学则经过查尔斯·莫里斯行为主义符号学的系统化才真正走向艺术符号学。中西艺术
符号学在发生期存在的不同，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感性立场，这也是中国现代符号学与艺术
符号学互生现象的根基所在。

三、感性立场：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在发生期的民族话语特征

谈到中国艺术符号学的 “感性立场”，有必要对何为 “感性”进行界定。从认识论角度讲，感
性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开始，也是符号意义最直接的开端。但是，“感性”也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因
为它是对象刺激主体所产生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因人而异、随时变化，如何为感性的确定寻找哲
学依据成为西方哲学中的重要话题。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中给出的答案是 “语词”，也就是
“文字符号”，提供了从主观感受迈向客观理性的通道。③ 现代西方符号学是哲学家试图统一科学的
前提和步骤，特别关键的一个环节是莱布尼茨有关符号的思考。他深刻地批判了霍布斯符号意义任
意性的观点，系统地提出符号意义社会性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造一种理想的 “概念文字”

表述清晰的逻辑，进而以此来建立一套普遍科学的理想，这个理想成为皮尔斯符号学乃至现代分析
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说：“上帝在使人成为一种社会的生物时，不仅启发了他的欲望和把他置于
与同类共同生活的必然性之下，而且还给了他说话的功能，这当是这社会的巨大工具和共同纽带。

语词就正是由此产生的，它们是用来代表也用来说明观念的。”④ 相比于以往，索绪尔语言符号学
的特点在于排除了语言研究的时间因素，更倾向于具体语言的实证研究，必须要经过亲属语言之间
的类比。他认为，类比具有心理性质，而且有观念参与其事，“在类比中，一切都是语法的”⑤。索
绪尔符号学对整体语言规律的研究要把文字抽离出来，最终排除出去，“这是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
观念的直接延续”⑥。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更强调认知的逻辑。在皮尔斯看来，“在一般意义上，逻
辑学，正如我已经说明的，仅仅是符号学 （σημετκ）的另一个名字”⑦。皮尔斯更强调逻辑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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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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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津田仙等译，敬宇中村校：《英华和译字典》，１２２０页，山内稪出版社，１８７９。

泷七藏编纂：《英和正辞典》，４９４页，书籍会社刊行，１８８５。

邓晓芒：《对 〈精神现象学〉“感性确定性”章的现象学分析》，载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２）。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下），２９５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２２９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２１页，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７。

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４页，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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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并据不同的认知逻辑阶段将人与符号意义交流的过程分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符号学
的三个分支分别是探讨符号意义问题的纯语法 （ｐｕｒ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探讨真的问题的逻辑学 （ｌｏｇ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以及纯修辞学 （ｐｕｒ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它的任务是探明任何科学心智中一个符号产生另一个符
号，也就是一个思想产生另一个思想的一般规律。西方艺术符号学在索绪尔和皮尔斯符号学的基础
上发展壮大，俄国形式主义、２０世纪结构主义浪潮，以及后来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都可以
溯源到索绪尔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经过查尔斯·莫里斯、纳尔逊·古德曼的推动之后，已经成为
当代世界符号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卡西尔及苏珊·朗格创立了新康德主义符号学派。朗格是第
一次专门致力于探讨各门艺术符号的表现形式，并且在哲学层面建构了完整的艺术符号学体系。纵
观西方艺术符号学，“感性”始终是西方艺术符号学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在发生期就非常重视感性立场。在 《符号学大纲》开篇，赵元任提出了汉

语 “符号学”与英语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ｓｙｍｂｏｌｏｌｏｇｙ”的不同之处，他认为英语中的这两个符号学都
偏重符号的哲理，而自己所讨论的符号学则是普通符号学，应包括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两部
分。同时，我们要看到赵元任的另外一个身份，“赵元任是我国近代作曲家中最早有意识对西洋多
声创作技巧民族化进行大胆探索的突出代表”①，赵元任一共创作了１３２首歌曲，作为现代汉语大
师，他深谙中国各地的方言，将语言声调韵律的特点与音乐的创作紧密结合，这一点深深渗透到他
的符号学研究之中。就连赵元任其实也未必能够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放置在哪个 “学科”内，他说：
“我所讨论的各种说话与唱歌的关系，哪一部分是完全为了符合语言上的要求，哪一部分是满足音
乐方面的效果，这是很难分清楚的”②。吴宗济在给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的前言中记述，赵元
任因自己早年对汉语连续变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ｎｅ－ｓａｎｄｈｉ）和语调音准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问题的研究论文缺
乏乐器的测量而感到非常遗憾。③ 赵元任所重视的符号感性因素是声音。
符号学追求对事物通律的研究，既然是一种通律，必然会从形式 （ｆｏｒｍ）问题入手。众所周

知，符号学被称为 “形式”的科学，对形式的追求是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的重要出发点。但是，在宗
白华看来，中国艺术的 “形式”和西方的ｆｏｒｍ并不相同。艺术由内容和形式两部分构成，他说：
“（艺术）内容———凡艺术决不能只有印象形式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必兼有内容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④。最
关键之处，在宗白华这里，形式是鉴赏主体对艺术的印象。宗白华说：“形式究为何？即每一种空
间上并立的 （空间排列的），或时间上相属的 （即组合）一有机的组合成为一致的印象者，即形式
也。”⑤ 所以说，宗白华所理解的 “形式”不仅仅是艺术在逻辑层面所抽象而出的ｆｏｒｍ，而是艺术
活动中的主体对艺术作品所获得的一种整体有机的 “印象”。我们所熟知的 “ｆｏｒｍ”，在宗白华看
来是构成艺术基础形式的基本构成要素，有ｆｏｒｍ则不一定能够即生美感。宗白华将艺术形式界定
为 “印象”，使艺术符号彻底打上了 “感性”的烙印。
对感性的重视也得以延续到深入研习过符号学的朱光潜的诗学中。朱光潜在英国留学期间受到罗

素影响，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书稿已交付商务印书馆，因抗日战火焚毁。⑥ 我们只好从
距离这部书稿年限最近的 《诗论》中，探寻朱光潜关于语言、符号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在这部书中，
朱光潜比较系统地谈论了二者的关系，认为思想和语言是同时进展，平行一致，不能分离独立，它们
之间并不是先后内外的关系。如此一来，意义是思想的呈现和代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显现 （ａｐｐｅａｒ）和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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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１０３页，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９。

赵元任：《赵元任音乐论文集》，１２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４。

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６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

宗白华：《艺术内容》，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１），５１９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宗白华：《艺术形式与内涵问题》，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１），５１３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１卷，５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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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ｓｙｍｐｔｏｍ），情感思想是大于语言的。 “以极经济的语言唤起极丰富的意象和情趣就是 ‘含蓄’、
‘意在言外’和 ‘情溢乎词’。严格地说，凡是艺术的表现 （连诗在内）都是 ‘象征’（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①

在朱光潜这里，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中国古代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象思维”特征，从中可见这种
“空间化、视觉化的思维，也正是一种同时并存、多元共生的思维，它比起线性的时间化、听觉性思
维，更具有整体性、包容性、辩证性，也更具有开放性、公共性和生态性”②。在这个意义上说，中
国符号学从诞生伊始，便具备了艺术的构成因素，而艺术符号学则有效地滋养了普通符号学，二者
在发生期就存在明显的 “互生”现象，这与西方的艺术符号学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在发生所蕴含的感性特征内部有怎样的规律，这就是中国艺术符号学的感

性辩证法，在 “感性的立场”中承载着从精英走向民间场域的价值转向，这与中国２０世纪早期所
发生的文化现代性具有密切联系。

四、感性辩证法：中国现代艺术符号系统的民间场域关怀

“感性辩证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有诸多含义，黑格尔的 “感性的确定性”提出了感性和真
理认知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语言在思维的形成过程中起到绝对关键的作用。③ 但是，从现象学
的视角来看，人的意向行为 （Ｎｏｅｓｉｓ）与意向对象 （Ｎｏｅｍａ）却可以跳过语言的中介而进入 “本质
直观”，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所追求的境界。２０世纪早期，正是中国符号话语系统产生大变革的
时代，新文化运动就是对传统话语符号表达系统的全新变革。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追求普遍真理
的语言和描绘具体情境的艺术之间，却存在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是文字符号对民族传统的急切
割裂，另一方面是门类艺术符号对传统的主动继承，但二者在这场相反相成的古今之争中，共同指
向却都呈现出对 “民间场域”的重视，能够进入本质直观的感性立场是文字符号与艺术符号殊途同
归的基础，这就是本文所指的感性辩证法。
肇始于现代的中国文艺理论与传统之间形成的断裂让很多学者痛心疾首，这是因为 “我们曾经

急切地中断了自己本民族的艺术理论传统，而 （有时甚至几乎不加区分地）毅然汇入由西方主导的
现代世界艺术理论潮流之中，以此极端方式开启自身的艺术理论现代性道路”④。这段话如果是说
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是恰切的，但如果具体到艺术领域，则与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在五
四时期高标 “德先生”与 “赛先生”的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 “革命”的对象。胡
适在 《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 “文学八事”，其中不模仿古人、不用典、不对仗是直接针对古典文
学的表达特征的，陈独秀紧接着在 《文学革命论》中也将文学革命的矛头直指古典文学。可见，
“传统”成为当时共同批判的对象，想要推翻封建专制，必须从改变文字符号入手。
但书画、音乐与艺术理论呢？随着 “美术”与 “艺术”概念在中国文化领域的逐步传播，原先

作为中国艺术代表的 “书画”虽然失去了代表中国艺术唯一性的资格，但却依然体现出对传统的强
烈依恋：“即便是思想最为激进的艺术家，他们对自然的理解仍然是赋予内在性的，例如刘海粟在
用油画颜料表现风景的同时也在用毛笔抒发对自然的领悟”“事实上，出生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
的艺术家与以后的尤其是２０世纪下半叶的艺术家相比，他们的教养背景与即将遭到怀疑、批判、抛
弃的传统并不遥远，他们无疑深受传统的影响与滋润，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传统文人的儒雅与悟性。”⑤

赵元任在创立语言音乐学的过程中，将音乐与汉语的语音特色紧密结合，充分发掘了汉语声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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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光潜：《诗论》，８１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赵奎英：《从 “名”与 “逻各斯”看中西文化精神》，载 《文学评论》，２０２１ （１）。

黑格尔：《小逻辑》，７０　７１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

王一川：《民族艺术理论传统的世界性意义》，载 《文艺争鸣》，２０１７ （２）。

吕澎：《２０世纪中国艺术史》，８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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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音位的独特性，并专门撰写了相关论文，如 《中国语言的声调、语调、唱读、吟诗、韵白、依
声调作曲和不依声调作曲》，赵元任说：“我后来受的音乐教育，虽然完全是西方的那一套，我早期
写的歌曲不管是旋律本身是中国味儿的还是西方味儿的，差不多还是完全按照这种老的规律配字的
（老的规律是指按照中国古代四声的规律———引者注）”①。赵元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教我如何不
想她》，贺绿汀认为，这首歌 “也许带点 ‘洋’味，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旋律有中国民族特点，并与
语言结合得很密切，深刻地抒发了原诗的意境和情绪”②。宗白华在 《美学与艺术略谈》一文中，
论述了艺术的定义和内容：“艺术就是艺术家底理想情感底具体化，客观化，所谓自己表现 （Ｓｅｌ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所以艺术的目的并不是在实用，乃是在纯洁的精神的快乐，艺术的起源并不是理性
知识的构造，乃是一个民族精神或一个天才底自然冲动的创作。他处处表现民族性或个性”③。该
文初版于１９２０年，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如果说文学由于急于推倒旧形式建立新文学
而 “矫枉过正”，那么现代艺术在建立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把立足于传统文化特性的民族
性摆到了首位。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和艺术共同指向了 “民间场域”，最终在时代的洗礼
中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根基，也成为中国艺术民族特色的识别代码。
我们再来细读文学的 “八事”：“八事”中的 “讲求文法”即 《马氏文通》中所讲的汉语语法，

是现代科学精神对语言规律的探寻；“八事”不避俗字，提倡白话文，则将言说的场域直指民间；
《文学革命论》也同样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明确了来自民间的动力———国民文学、写实文学与社会文
学。可以说，美术创作过程中的写实精神，赵元任的作曲不断从民间方言和民间音乐中汲取素材，
宗白华所提倡的 “自己表现”，所有这些时代呼声同频共振，将表现的对象从集体叙事的宏大家国
转换成了个性抒写的自我情怀。在现代中国符号变迁的感性立场中，无论是对传统的激进反抗，还
是对古典的深情回眸，都共同指向了与五四时代精神在深层次上高度契合的个性解放追求，正是在
这种恰同学少年的激昂青春与澎湃热血之中，在符号系统的变奏曲中激荡着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理
想风云，最终促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启了现代的蜕变，使科学的精神深深植入古老的传统文化，寻
找通律的艺术符号学诞生于此时，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感性精神与艺术因素，原先精英知识分子与统
治阶层通过文化符号而形成的共谋关系被打破，“诗”的教化功能让位于艺术的美育功能，“美育代
宗教”与 “启蒙民众”成为中国现代艺术符号承担的历史使命。

五、结论：在民间场域中所蕴含的普通符号学与艺术符号学的历史装置

回顾ｓｙｍｂｏｌ作为 “符号”的中文历史可以发现，ｓｙｍｂｏｌ在汉语的语境中完全对应了 “符号”
和 “象征”两个意义，这不仅仅是巧合，“符号”可理解为 “确信的标记”，既包含了指示意义
（ｉｎｄｅｘ），也包含了超越符号的象征意义 （ｓｙｍｂｏｌ），而汉字符号本身强烈的表意性特征又拥有像似
（ｉｃｏｎ）之意。从世界符号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符号学的命名不仅只有索绪尔的 “ｓｅｍｉｏｌｏｇｙ”与皮
尔斯的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中国的 “符号学”应该位列其中。我国艺术符号学从学科建构伊始和学术内
涵探索之初，即蕴含了多元的感性因素，与普通符号学一道，共同将现代性的重要动力指向了民间
场域，这与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步调是一致的。如果说文字符号的变革引领了 “科学”这位赛先生
的大旗，那么艺术则以这种感性的力量为 “民主”这位 “德先生”渗透进民众土壤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从而也使以追求客观规律为先的现代科学在中国变成了具有美学精神的 “赛先生”。④ 其间起
到这种作用的，正是西方符号学一开始并不看重的 “感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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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赵元任音乐论文集》，１１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４。

赵如兰编：《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序言，上海音乐出版社，１９８７。

宗白华：《美学与艺术略谈》，载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１），１８９页，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参见拙文：《从 “赛先生”到科学主义批评：从符号话语系统变迁看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的建构》，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１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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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在 《民族与美学》中有这样的论述：“对于感性和感情的重视正呼应了对与跟文字语
言相对的俗语 （声音语言）的重视……浪漫派哲学家、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化，由此
产生了声音语言的历史即民族的历史这一看法。”① 柄谷行人的 “创见在于提供了一种 ‘颠倒’的
叙述：不是作为普世知识的美学如何民族化，而是民族主义的兴起如何造就了美学本身”②。在这
个问题上，柄谷行人的观点蕴含了对民族文化自省的批判。中国与日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过程
中，颇有类似之处，都面临着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日本在经济军事政治等一系列社会制度中
奉行西方的模式，现代化几乎等于西方化，而中国在２０世纪早期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对
自身的文化传统却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和态度，汉语艺术符号学在这个过程中携带的感性因素所扮演
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相对于日本的现代化方式，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更多保留了民族的传统特
性，这也是我国当代文化复兴的重要依据和基础。正是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所产生的对自身文化传统
的感性辩证张力，使这场符号系统的整体变革汲取了民众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文化学研究
中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有效实践，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符号学发生不应忽视的文化史视角。装
置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或者说装置艺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强调艺术与环境之间的有效联系，在此借用
“装置”一词，意在突出汉语现代艺术符号学在发生期所蕴含的感性因素，它与最能体现感性要素
的艺术门类之间形成强烈互动，从而形成了普通符号学与艺术符号学的历史装置，成为时代符号系
统产生根本变革并最终扎根民间的实践助推器。这对中国符号学的根本溯源、整体发展以及符号学
的民族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未来中国符号学 “接着说”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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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谷行人：《民族与美学》，１３６页，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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